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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活动对文化观念的影响

 以乡村社会为例的研究

张　静

摘  要:  社会学研究多强调文化对行为包括经济活动方式的影响，这种认识模式受

制于碎片化的时空限定，缺少系统、整体和历史观照。实际上，文化观念是人们对生存

环境作出的适应性反应，以具有实践效用为存在价值。特定的文化观念与维持某种资源

支配形态有关，其变化受到经济活动及具体制度的影响。以乡村社会为例，经济活动的

若干变化（土地资源分配、财产货币化、人口代际迁移、经济外向型发展）提升了乡村

经济的复杂程度，推动了社会规则的抽象化和再标准化，这一进程缓慢瓦解着村社共同

体的伦理观念。这说明经济活动的扩展具有弱化观念异质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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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常用政治、经济、文化分类社会现象，但这三个类别并非分量相等。文化作为经由历史

形成的观念形态，可以包含道德信念、象征系统、认知模式、身份认同、生活习惯、非正式规则等

等，内容相当广。文化能够为行动提供意义框架——对自身的理解、对价值的评价、对正当性的理

据来源——所以常被视为更为基本的影响要素。因此，社会学多将文化看成是各种活动的环境，强

调其对行为包括经济活动方式的影响。例如，文化社会学研究发现，不同民族衡量事物的重心倾向

不同，“美国占据着中心位置的是市场论据，而法国则是国民一体性论据”。1 这种排序差异——将一

些原则置于前列，使其重要性高于其他标准，可以在社会现象比较中发现。另一项经典研究指出：

集体主义文化观念使个体限于分隔的社会团体，经济活动依赖小团体的内部交流及处罚能力；而个

体主义文化观念削弱了个体对特定团体的依赖，于是其他的社会政治协调形式，比如第三方法律组

织，实施制裁和限制的能力广泛提升。2 这些研究揭示，文化观念不仅支配着主流的社会评价标准，

而且对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不同组织的角色及能力产生影响。它们代表了社会学对文化观念的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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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看法：行动者的实际选择是文化观念影响的结果。文化如同与生俱来的工具箱，其中的工具来自

历史特定，人们会选择文化工具处理问题，就好比吃饭用筷子而不是叉子，办事找人而不是规章，

权利认定根据关系而不是法律。文化内嵌于生命历史，区别了他者，表达了我们是谁，它难以（也

不应）变更，更没有对错，这种认知在社会学中不仅经典，而且已经相当模式化了：各种社会活动，

如果它们显示出不同，没有其他的解释可以比文化差异更具无可辩驳性。

但我始终有一个问题索绕心头：文化观念不会变化吗？上述认知模式的假定是文化内核不变，

所以行为才有差异。但这一认知模式如果成为唯一，将产生两个缺陷——使观察焦点短程化，对历

史变动失去敏感；使现象分析局部化，缺少系统比较的参照。这表现在，总是力图说明文化观念的

不同，把它用于解释当前的局部行为，即，用当前局部的文化观念正当化当前局部的行为差异。这

样做当然展示了丰富性，但由于对大量新出现的社会现象，缺少长程的（历史性的）、整体而系统的

（相互支撑的）新认识，使社会学分析限于碎片化。文化解释模式的基本问题是将熟悉等同于知识，

站在一个道德制高点上，用自己熟悉的标准判断新现象，只将符合标准的事物正当化，将不符合标

准的新生事物污名化，认为任何改变社会的力量，如果与原有的文化观念对立，都势必遭遇失败。

这种论证模式支配着社会学的常规思维，不然就担心“不够社会学”。

问题是，这种模式和事实有多接近？看看周边的经验世界就会清楚。我们能够在社会中观察到

大量文化观念的改变，比如，抑制公权力谋私利受到人们的广泛肯定，这显然不同于传统当官发财

的文化观念；又比如，年轻人愿意应父辈要求承担生育责任的渐少，他们对彩礼、亲属关系义务的

评价日渐负面，这些都冲击着从前正当的忠孝观念。这些变化并非属于代际分歧需要磨合那么简单，

因为它们包含着一系列基本信念的不同。辈分等级、孝敬、祖荫和亲属庇护——这些文化观念存在

多年，它们曾经用于识别我们从哪里来、传承了什么，但如今很多无法兼容的冲突——用旧模式看

属于文化背叛——在社会中频频出现。怎样解释这些文化观念变化呢？它是外来文化还是本地实践

的影响结果？回答这些现象提出的挑战，需要跳出先前的思维模式，只有这样才能看到触发改变的

力量究竟是什么。以乡村社会为例，社会学对乡村变化有很多描述：产业疲弱，安全及人际关系凋

零，年轻人流出，留守儿童和老年问题出现，土地闲置或者流失，外来资本盘剥，缺乏人才，组织治

理无力，等等。这些观察倾注了大量情感、同情和关怀，希望再建理想的乡村共同体。这是否能够

如愿以偿，取决于社会学对乡村共同体内聚的本质，及其变化动因的认识。乡村共同体事实上是通

过一系列关系、声誉、伦理和身份等级的系统化作用得到维系的，这些维系社会秩序的“东西”有

很多成为文化信念。它们的真实情况如何？过去几年，我调研了一些地方，印象很深的有两个事实。

首先，从广东、浙江到宁夏的南部，我们看到的所有乡村再建，都是来自外部的动力——包括行

政推动和资金来源：社会工作站正在基层普遍建立，但它们依赖政府购买服务。各种产业开发——民

居文旅、采摘度假等等，设施都是按照外部市场的需求、消费者审美，以不同于农民习惯的标准建设

的。乡村产品的主要消费者也不是本地农民，而是来自外部市场。在不少地方，农民不断迁出，将房

子转为产业开发商用，自己成为收租者。亦有很多新的组织——资本运营或咨询公司——应运而生，专

门为投资方筹划建设方案、实施项目包装，包括“搞定”政府和农民的策略路径、雇佣本地人进入管

理层（掮客）、设定合约、进行入户签字等，以避免投资方和农民一对一谈判的高成本和不确定性。显

然，大部分乡村建设依赖政府资金的投入，构建和外部市场的联系。这个过程，使得过往家庭（族）

或村社经济的形态出现了再组织化：从内向型经济向外向型经济、从乡村共同体向农企组织过渡。

其次，随着在村农民数量的大大减少，对于乡村建设，农民自身的被动性明显。他们自发且具

有主动性的，主要还是寻找经济机会。在没有土地限制的地方，农民会集资建庙，不少人到庙里求

安问事、娱乐社交。用社会学视角看，这和上面提到的情况不同，如果说产业的再组织化瓦解了旧

有的村社共同体，建庙宇实际上是农民在用自己的方法恢复乡村共同体的生活方式。但是由于各种

原因，再建共同体的传统效力远不及产业化的影响，毕竟对于农民而言，就业和生存是更重要的。

比如，在甘肃加入种植“高原夏菜”、在云南加入种植反季水果的农户越来越多，他们放弃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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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土豆和粮食种植，是因为蔬菜和水果可以在淡季上市，有市场所以收益更大。

这些现象，如果用前述模式看，很容易被定性为外在资本（或行政）力量侵入，试图“改造”

传统习惯和共同体社会，其行动逻辑不符合农民本身的文化信念。但实际上，农民的文化观念与想

象的恒定不同，它很大程度上受到经济活动及资源分配的影响。如果我们不是理想和价值先行，而

是面对实际，就可以发现，人们更常见的反应是调整自己的观念适应新的生存环境，而不是用固有

观念对抗生存所需。

一、经济活动及资源分配的变化

在农村的调研过程中，我观察到三个经济活动现象——土地资源分配、财产货币化、人口代际

迁移，不断对农民的文化观念产生影响。 

第一个现象是土地资源分配，此处具体指农民宅基地的分配，正在发生变化。现在有几种情况

不再批复宅基地：非农村户口——如果某人已经落户到城市，就不再享有农村建房权利。如果父母

是农村户口，子女受教育后留在城镇工作，那么父母去世后子女就不能继承宅基地。子女可以继承

宅基地上的房屋，但等到房屋老化无法使用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就收回该宅基地。因为农村宅基

地的所有权属于集体，农民只有使用权，这种使用权会随着居住变化而消失。为了有效利用、盘活

农村土地资源，多地开始整治一户多宅、空心村、空心房等问题，已有宅基地的有偿退出正在逐步

开展。退出宅基地的补偿标准按照当地年均收入水平来定，补偿年限为 30 年，一般是一次性补偿完

整费用，就此该农户对宅基地的使用关系彻底终止。

这些变化意味着宅基地只减不增，可以在乡村再获宅基地或继承宅基地的人越来越少。由于地

权属于村集体，宅基地的使用者不能买卖，变现的可能性几乎是零。随着代际更替和人口迁移，大

部分人未来主要依靠工资收入生活，而不是宅基地以及其上的房产。这将大大改变传统的乡村资源

使用状况，祖宅作为个人资产的效用会不断降低。而共同体的社会关系，必须以局部共享的资源和

财产支配形态为基础，社会关系（及其观念）因使用和保护资源而生，二者是共存的，而非无关的。

第二个现象是财产货币化。这加速了部分财产的可转移性，使之可以具有新用途。比如上述

宅基地退回，退回者拿到资金，可以去城里购置其他资产，这些资产又能变卖成资金，发展其他产

业，使拥有的资源内容和所有者发生变化。再比如农民上楼，选择置换成几套小房产，以便在家人

之间分割分配，对于不需在此房居住的家人来说，房子的居住价值可以转变成资产价值。这就在

“资产传儿”的传统做法之外，产生了其他的选择机会，交易、赠与甚至“资产传女”纷纷出现，这

可以解释为何有关老人财产继承的诉讼大量涌现。它们实质上体现的是不同财产观念的冲突，而其

前提，一定是财产支配的方式出现了变化，财产货币化造就了新机会，人们力图捕捉并利用它们。

量化历史研究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在金融机构较弱的省份，宗族文化的影响更为明显，因为家族资

金对企业发展很关键。1 这说明宗族文化和财产利用有关，如果人们有其他方式获得并利用资金，比

如金融和法律环境的有效改善，宗族文化的资金借贷作用就会弱化。

第三个现象是农民人口的代际迁移，年轻的一代多数进入城镇就业并居住。全国第七次人口

普查的结果显示，乡村人口迁出比预想情况实际上快很多，平均每年都有一千多万农民转为城镇居

民，大量村庄因人口原因而撤并。 2000 年时全国尚有自然村数目 360 万个，到 2010 年，90 万个自然

村就在中国版图上消失，平均每天约有近 250 个自然村在消失。2 农民为了娶亲成家、下一代教育和

就业机会，选择到城镇购房安家。由农村进城的第二代还可能认识老家亲朋，保持部分社会关系来

往，在父辈的要求下回老家烧香上坟。但第三代子女这么做的已经越来越少，他们和老家社会关系

①  Jiameng Cheng, Yanke Dai et al., “Clan Culture and Family Ownership Concentr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Vol.70, 2021。中文版参见程佳朦、戴严祥等：《宗族文化与家族所有权集中度：来自中国的证据》，杨嘉琪编译，载

  微信公众号“Polit ical l 理论志”，2022 年 1 月 5 日。

②  周伟林：《中国村镇的死与生》，《文化纵横》2018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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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联系，多为礼节、象征、做客或帮忙，而非实际需要和依赖。

这些变化在中国历史上实际早已出现，只不过过程缓慢使人们视而不见。有研究指出，中国经

济在 18 世纪就出现了很多前所未有的新变化：农业专业化和商业化发展、米价上涨、财政改革、耕

地面积扩大、土地集约化、大规模移民，以及史无前例的人口增长。1 从那时起乡村共同体实际上就

处于缓慢的动荡之中。作为一种组织方式，乡村共同体需要局部的财产共有和家系人际共享条件，

人们依赖这些基础共居，产生共生关联。但是土地作为“资本”的价值上升之后，逐渐改变了农村

经济的面貌，共同体式的合作互惠原则被侵蚀，“本地实施的超经济控制受到严重削弱，契约关系

取代了此前住户和地主间的伦理道德关系”，“土地作为一种可转让商品”的观念逐步取代了“土地

是不可剥夺的祖上家产”思想。2 显然，是经济活动的变化，减弱了“超经济”的本地共同体支配资

源的方式，而基于它出现的若干文化观念，处于缓慢的历史瓦解中，不过在今天大大加速了而已。

二、共同体秩序及其观念变化

共同体的特点是局部公共性：所属者共享高密度的信息沟通和互惠来往、高强度的社会约束，

以及有价值的财产和关系互赖。这种局部社会关系有自己的生态系统，表现为内向型的、共认的关

系规则、伦理道德、声誉评价和身份等级，它们通过社会化过程延续，形成局部共约信念和秩序。

共同体对违规者实施组织处罚相对容易，违规者的行动成本很高。共同体的边界一般清晰，内外有

别，成员身份所属跟随出生带来，不可由个人选择而变更，共同体内人际交往有很高的辨识度，以

人格化交易为特征。3 出于信任控制的本能，共同体展开经济活动的范围，限于熟人圈或者间接（介

绍）的熟人圈，通过礼尚往来构筑人际历史信任，基于亏欠和还礼时差的社会关系持久且可重复，

总体的互惠平衡十分坚固。这保护了内部人的生存和安全，加强了农民抵御生活风险、防范外来盘

剥和不确定性的能力。保持乡村共同体的方式，在于维持它的内向性，以共同体生存为优先原则，

斯考特称之为集体生存伦理。4 这通常表现在——限制内部差异和内部竞争（比如红利共享），保持内

部的权利义务责任的等级秩序（比如认干亲、送礼、孝敬），实施非正式控制（比如教化、批评、诋

毁、孤立），强制共同分担自然灾害和物资匮乏风险（比如红白喜事打点）。共同体秩序依赖以下要

素获得巩固，它们作为一种观念体系和评判标准，为共同体社会所熟悉并特有：

声誉评价：好人而非坏人，对内和对外有不同尺度

规则控制：互惠，扶弱，内外有别

伦理道德：相互照顾、谦让而非竞争

身份识别：嫁娶区分，历史资源共享

等级辈分：长幼有序，长者权威

信息流通：内部快速多通道，对外则根据需要有选择地封锁信息

然而，如果诚实地面对事实，就不得不承认，随着财产和经济组织形态的变化，上述要素（观念

体系）正处于衰落中，维系乡村共同体关系的深层规则——关系、声誉、伦理、身份和等级的约束性

力量日渐弱化，它们运用的范围有限，不再是实践选择的单一原则。衰落的原因在于内向型经济的转

变。除了交通极其不便的地方，多数乡村正在以各种方式，主动或被动地加入外部经济市场，进入过

去视为外人支配的、有风险的、更大的竞争关系中。在这些新关系中，共同体观念对农民的保护作用

非常有限。因为在降低风险增强确定性方面，外向型经济的组织原则和通用伦理与共同体有别：

态度：照顾与竞争（能够产生更大价值的新竞争）

①  在 1794 年（乾隆五十九年），中国总人口已经达到 3.13 亿。参见步德茂：《过失杀人、市场与道德经济：18 世纪中国财

  产权的暴力纠纷》，张世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48 页。

②  步德茂：《过失杀人、市场与道德经济 :  18 世纪中国财产权的暴力纠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69—70 页。

③  道格拉斯 • 诺思：《理解经济变迁过程》，钟正生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

④  詹姆斯 •C. 斯考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程方显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2013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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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序：等级与对等（服从既有权威与合约同意）

依靠：依赖关系保护与自立，或依赖法律保护

标准：特殊主义（辨别对象是谁）与普遍主义（辨别行为如何）

信任：关系优先与行为优先

评价：地位关系与个人效能

信息：封锁与共享

资产：使用价值与经营价值

这些差异转化成大量的冲突，多种舆论评价出现，社会进入到伦理标准多元，或者说道德重建

的时期。表现在对“什么是必要公正，怎样做是公正”，“什么是必要责任，怎样做算是负责”，“什

么是必要义务，怎样做算是尽义务”等问题的回答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分歧。社会流动和经济的

一体化，促进了陌生人一起生活和工作，他们的处世规则无法再由所属的共同体说了算，而是必须

和不同的人、以多方接受的标准构建同意。这样，旧的内向型权威——比如村中长老，由于缺少外

部经验很难再起作用，相反，可以一言九鼎的“乡贤”，多是经济成功者组成，他们有外部经验，懂

得外部的规则，善于和陌生人合作，能够在内外资源之间搭建桥梁。

经济活动的复杂化促进了社会关系的异质化，人们要和来自不同共同体的成员发生关联并合

作。应对这一改变，他们创设新的规则来协调冲突与合作，运用新的原则展开活动。这些新原则不

是对单一共同体关系的复制，调节也不是来自任何共同体内的等级权威，而是更大范围的公共体

系。共同体关系虽然没有完全消失，但缩小了发挥作用的领域。在我们的调研中，很多人试图“摆

脱”共同体羁绊，他们认为旧的关系不仅适用场合减少，而且风险和维护成本很高。比如在浙江民

企，私人关系或亲属愿意承担贷款担保的越来越少。1 而亲邻共担曾经在共同体伦理中有极高价值，

可现在为何熟人回避相互担责？因为外向型经济的不确定性增高了，人们根据新的经济环境而不是

旧有观念做出反应，他们的责任伦理（观念）变化了。

冲击共同体观念的经济活动到处都在发生，它本质上是人和资源的支配关系和机会捕捉的变

化。比如，资源变得可以流动、转包，通过租用改变用途，土地从不动产的唯一价值，变为多种价

值——作为合伙投资股份、可交易货币资产。这些转变使土地的流动价值提升，农民从直接的劳动

者变成持租者或受雇人，他们利用土地或房产获得收益，不一定仅仅靠占有性劳动或自己居住。多

元的农业产业价值的出现，带来农民不同的选择机会。由于土地的规模使用效益高于分散使用，取

得同意的内部协调成本上升，传统支配资源的方式很难再发挥协调作用，人们必须寻找新的方式达

成合作，一些地方为此建立了议事会，其活动原则与内向型共同体秩序完全不同。2

再比如，乡村组织生产的人变成企业家，企业要盈利才能生存，根本无法维持长期的照顾，所

以他们运用的管理原则（比如计件制、岗位竞争），同样基于劳动表现的标准。辨认关系的作用越来

越成为辅助工具，而非主导原则，因为仅仅靠关系无法帮助他们在竞争中取得持续优势。随着农民

和外部市场的联系逐步扩展，淘宝村、物流村、编织村、袜子村、箱包村等纷纷涌现，农民的产品

通过网络销向更大的外部市场，村庄本质上不再是一个内向性共同体，而是受到更大市场体系约束

的一个新的生产单位。其信用指标和结算模式也必须适应——从不计较短期、基于长期“欠还关系”

的互惠平衡，变成及时结算及交易约定，它们和共同体中的原有文化习惯并不相符。乡村共同体的

道义控制力减弱了，其传统价值——提供资源分配和风险保护的角色越发不重要，因为通过内部规

则和人际关系约束实施处罚、解决信用问题的必要性降低了。逐渐地，人们认识到共同体约束的成

本十分高昂，新的处事原则程度不同地被接受、采用和普及。 

我认为，这是过去四十年乡村社会最值得注意的变迁现象。

①  张静：《为何有些社会政策失去效果——试验区农贷下乡的调研》，《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1 年第 3 期。

②  张静：《互不信任的群体何能产生合作——对 XW 案例的事件史分析》，《社会》2020 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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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济活动和社会规则的抽象化

上述变迁推动了社会规则的抽象化发展，一种重新标准化的进程出现了。抽象化发展，指规则

的非人格化，不再针对特定对象的一般规则大量出现，并成为指导行动的广泛原则；重新标准化，

指新设定的行为标准出现，社会处罚依靠行为评估而非关系认定。这一切为何发生？

当经济活动变得越来越复杂，范围越来越扩展，成本比较开始发生，人们依据更具效率的选择

作出反应。抽象化和标准化是这一反应的结果。在复杂经济中整合分散知识、控制交易信用方面，它

比共同体伦理更有效率，成本更低。原来的人格化交易运用共同体伦理就可以解决，并不需要发展

这些制度。1 共同体社会是围绕亲密的地方及个人关系而构建的，而陌生人必须在彼此的交往中发展

出律例、约束和道德规范，这是旧世界的熟人社会无法提供的，因为规则根本不同。2 曾一度围绕地

方与面对面交流的市场，被重新构建为抽象的空间，其中商品交换模式不再具有个人性，这样，“与

陌生人交易”，以及在流动中的生活秩序建立，才会成为可能。与陌生人共处被称为现代社会的“决

定性特征”，它与共同体社会依靠的秩序原则存在根本不同，属于性质不同的社会关系。比如，从等

级（单向）控制的服从秩序，到对等（双向）合约控制的同意秩序，面临的问题和处理方案完全是不

同的。这是面对新的经济形态，为了更有效地解决问题，社会自然选择的结果，并非是某种政策或

“主义”的有意推动。在过去，很多村庙都拆了，也没有破除共同体的社会观念。共同体是一种基于

村社经济和财产形态的社会关系秩序。村社财产的共有支配，以及限制流动，客观上巩固着共同体

社会秩序。而当流动社会出现，村社财产的共有及共享性降低，无论在情感上多么难以割舍，家乡在

年轻人生命历程中都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因为他们一生的多数时间（以及下一代）不在家乡生活，随

着时间流逝，植根于个人和本地关系的旧关系模式势必难以为继。社会学研究早已经发现，流动性

和城市化的兴起，创造了一个以匿名和失序为特征的陌生人社会。由陌生人组成的社会生活，必须

面对前所未有的差异性构建合作，一系列经济（比如交易信用）、政治（比如等级权威）和社会（比

如依赖关系）生活的新问题出现，它们显然超越了地方共同体社会的控制能力，需要新的观念系统

和规则支撑，需要差异性人群共同接受的标准，以及多元的客观评价。这助长了以抽象化、标准

化行为为中心的，亦即形式化的社会关系形成。这一发展并不由我们是否习惯、是否喜欢所决定。

为什么内向型共同体发展出的观念会发生变化？因为经济活动推动了关联性扩展，使得人可以

并非依赖一种组织（地方共同体），以及一种社会资本（共同体内社会关系）生存。借用一对有力的理

论概念——资产的专用性与通用性，3 转用于指称社会规则和观念，可以发现，共同体社会基于专用性

资产形态，共享的范围有边界，其中的利益关联者、信息共享者、评价者、处罚者仅限于共同体社会

内部，它可以内外有别，针对不同的关系使用不同的规则。但当经济规模和层次日益复杂化之后，人

们处于分散的关联网络中，这和原来边界清楚、结构集中的内向型网络完全不同。4 当经济活动朝外向

开展，社会关联的边界改变，专用资产在更大范围的通用价值降低了。当农民作为主体进入更大的经

济网络时，他所依赖的社会规则，包括背后的一系列观念，比如评价体系，很大程度上是通用的，而

非专用于本共同体的。市场作为系统力量推动了规则的同质化过程，即通用性规则的普及，在此发生

之前，经济活动处于若干差异性的地方体中，5 但现代经济活动的广泛开展已经使得情况大为不同。

经济活动跃出原来的组织关系、范围拓展及相互依赖的复杂性增加，是降低观念异质性、推动

①  道格拉斯 • 诺思：《理解经济变迁过程》，钟正生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

②  詹姆斯 • 弗农：《远方的陌生人：英国怎样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张祝馨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7 年版。

③  专用性资产（specific assets）指用于特定用途后被锁定、很难移作他用性质的资产。若改作他用则价值会降低，甚至可能

  变成毫无价值的资产，或者即使有价值，也与为了获得这种资产进行的投入相比，成本高到资产的拥有者有损失。

④  Yuhua Wang,“Blood is Thicker than Water: Elite Kinship Networks and State Building in Imperial China”,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Forthcoming, 2021.
⑤  有人类学家认为，亚洲和非洲历史上“没有经历同质化过程”，参见李竣石：《论差异性与共同性作为社会整合的方式》，载

  李竣石、郝时亚《再造异同：人类学视域下的整合模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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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同质化的重要力量。在这一过程中，原有的时空经验不得不改变：人们和远端市场的距离拉近

了，所属的组织绝不限于原生的、无可选择的共同体一个了，他们的选择丰富了，身份关联和组织

归属多元了，规范其活动的规矩越来越难以个人化了。比如，不能再靠村中长老调停商业纠纷，无

法再依赖原生共同体施加保护，而必须依赖第三方的法律、银行、税务系统等保障经济活动的确

定性。一系列组织结构的发展不可或缺，而不是仅仅依靠个人有限的人脉或者共同体关系解决问

题。在这些情况下，“权力和权威的性质——传统上应由地方和个人关系斡旋——不得不被重新定

义，……个人或权威对某一对象的认知都已不再足够”，1 很多旧有的文化习惯随之作出应变。

四、具体的组织环境构造文化观念

需要进一步回答的问题是，如果经济活动推动了文化从差异走向同质化，为何有些文化信念瓦

解了，有些还在保留？我认为，答案在人们所处的具体组织（制度）环境，这些环境能够维持（或

者重构）人们的利益关切，这是观念存在的效用基础。2

文化这个概念本身，所指的是内在同质性及其外在的区分性。在多数研究的假定中，文化凸显

的是差异性，可以比较不同，但不能使用一个标准尺度衡量，因为不同的文化完全是不同的东西。

文化可以当成区分性的单元，所以是复数的。极端的文化相对主义所设想的世界，由各自具有内部

同质性的诸多“文化”组成，3 人们普遍无法克服文化对自身的制约性，产生同质化的文化信念根本

不可能。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在同一文化环境下的行动者就不会在基本信念上产生分歧。可实际情

况是，人们常常可以发现，在不同文化体系中生活的人可能具有相似的观念，或者在一个文化体系

中生活的人可能具有不同的观念。当他们的职业环境（并非文化环境）改变时，他们的文化观念也

随之改变。比如在中国东北的一个传统村庄，村民感叹“妇女上了天”，“敢打老婆的越来越少”，

祭祖仪式和宗族意识减少，祖上和父母的权威下降。4 显然，在这个村子里，辈分和性别的等级观念

发生了变化，村民的行为和其他文化的表现形态更接近了——同质化了，而不是差异更大了，但是

村民并没有离开自己的大文化环境。同时，也有一些观念保留着，比如，对中国西南山区的民族志

研究发现，农村社会关系对其行为保持着影响。经济学理论一般认为，小额信贷可以通过经济激励

施加监督和处罚，促进集体合作。人们会谴责借钱不还的人，因为他们信用缺失，使村里其他人的

贷款机会减少。但实际情况是，注重关系的村民很少处罚失信者，他们给出的理由是： “我们都住在

这里很久了。这些贷款是小事，不值得为了它破坏村里的关系。关系比我们错过贷款更重要。”5

面对这些相反的事实，如何作出解释？我的回答是，有一个中介变量——局部组织环境，是巩

固或者消解某种文化信念的环境因。社会学通过大量的比较研究，已经揭示了观念变化和组织环境

的关系。同样是在经济活动广泛开展的传统地区，人们生存在什么样的组织中表现出的观念结果很

不同。6 组织环境具有实施处罚的力量，也有分配利益的力量，如果村民愿意维系一种关系，是因为

他们知道，这种关系消失必带来更大损失，而他们不愿意承受这样的损失，是生存必须依靠的组织

结构，使他们产生这样的决定，而不是由于文化观念。人们的决定随着具体环境而改变，观察实际

就会发现具体的生活经验与其观念的关系：乡村和城市的人具有不同的观念，正是他们所处环境的

差异造成的。两个出生地一样的人，如果成年以后所处的环境有变化，他们在观念上的差异就会增

大，他们早年形成的同类观念也没有力量抗拒这种改变。相反，“当农村出生的人获得了与城市出

①  詹姆斯 • 弗农：《远方的陌生人：英国如何成为现代国家》，张祝馨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7 年版，第 78 页。

②  张静：《构造组织观念——自我检查和审干（1952—1960）》，《社会》2017 年第 5 期。

③  李竣石：《论差异性与共同性作为社会整合的方式》，载李竣石、郝时亚《再造异同：人类学视域下的整合模式》，北京：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7—9 页。

④  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⑤  Becky Yang Hsu,“Alleviating Poverty or Reinforcing Inequality? Interpreting Micro-Finance in Practice, with Illustrations from Rural 

  China”,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65, No.2, 2014, pp.245-265.

⑥ 阿历克斯 • 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心理 • 思想 • 态度 • 行为》，殷陆君编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152

社会科学  2022 年第 4 期 经济活动对文化观念的影响

生的人同样的教育，他们的差距几乎消失了。如果这两群人在工厂的经验相似，差距就更难看到。

生活经验越是趋同，城市出生者对农村出生者的优越之处，就越是显著降低。我们在阿根廷、智利

和阿尔及利亚的调查结果，证实了这一点”。1 基于长期的调研数据，社会学者还发现，农民参与基本

养老保险——置于某种组织制度的保护关系中，与传统生育观念的削弱，存在长期稳健的相关关系。2

具体环境对于维持或者改变观念的作用常常被忽略，原因是这些“环境”藏在生活背后，不一

定通过明晰、直接的法律条文呈现。在中国历史上，这类并非明确成条文的制度环境比比皆是。比

如，虽然传统法典中并没有明示，产权所属的基本单位是家户，而不是个人，但是在财产的法律判

决实践中，对家属近亲的继承或买卖的优先权，一直给予承认和重视：四川自贡的历史档案显示，

合同上所列举的大批投资者，并非是个人而是宗堂，但很多时候未写堂字，从而使西方研究者以为

是个人。3 尽管一些“家”已经在法律上解体，比如分家、离婚、过嗣等，但实际的“关联”并不会

消失，这表现在有血缘或亲属关系者的诉求，仍会获得充分的考虑甚至照顾。越是依赖这种组织环

境的生存者，越会重视这一点，相应的共同体观念就会得到保留。而那些并不依赖这种环境生存的

人，对机会成本的预期完全不同。

具体所处的组织环境对于观念的影响可以在实际中得到大量佐证。比如，中国的生育观念，很

大程度上和环境有关，在“小地方和大地方”工作的人，往往有不同的想法，尽管他们整体上共享

一种文化观念。即便是在传统意义上的乡村，农民的生育观念也和他们实际的生活体验有关。比如

山西农民侯永禄，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家用账目日记中，对于多生几个娃算了一笔账：

分自留地是大人小娃一样分，小娃挣不下劳动工分，却能分到和大人一样多的自留

地，自留地产的和人家一样多，那口粮也就不会太低，而且毕竟小娃比大人饭量小。4

侯永禄的计算让我们看到具体的制度——自留地分配——对于生娃决定的作用。这种具体的制

度客观上巩固着农民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念。文化观念需以制度的形态存在才能保存下来，制度变化

了，文化观念就失去土壤而不存。比如，如果福利制度普及了，子女作为养老保障的价值降低了，

那么持续千年的传统生育观就会受到影响。历史上越是市场经济发达的东南地区，宗族观念就越发

达，5 因为宗族是保护财产的一种特有社会组织方式。虽然这些文化观念的改变不一定不可逆，但是

只要观念存在的基础——经济活动的样式及其制度继续，观念，或者更大范围的文化信念，必将作

出相应的协调反应，以适应人们在新环境下生存。所以文化观念并非不变。

五、结论及讨论

作为总结，我想讨论两个问题。

第一，在经济活动的冲击下，文化观念为何很难保持原样？文化观念是一种社会性现象，只在

一个人的信念中保留不行，必须成为多人的信念才可以叫作文化。文化观念表现为两种形态，一是

习惯性的生活方式，比如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如何交流等等，或者婚礼、祭拜、走访等，本

质上都是在通过社会活动来交流、习得和传承文化习惯，形成共识性社会承认。文化观念的第二种

表现形态，是精神层面上对意义和价值的理解，它解决行为的意义问题：为何这么做是有价值的。

这种理解提供了保持该文化观念的正当性，并使得持某一文化信念的群体和其他群体区别开来。

保持文化观念，对于价值和意义的理解是关键。价值不是抽象的，它必须经由个人经历的检

验，被证明有用、有益于自身的生存，人们才能够相信它有价值。对价值和意义的理解必须有效用

①  阿历克斯 • 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心理 • 思想 • 态度 • 行为》，殷陆君编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② 阮荣平、焦万慧、郑风田：《社会养老保障能削弱传统生育偏好吗？》，《社会》2021 年第 4 期。
③  曾小萍：《对战前中国产权的评论》，载曾小萍、欧中坦、加德拉编《早期近代中国的契约与产权》，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2 页。
④  侯永禄：《农民账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 年版。转引自宋怡明 2021 年 12 月 19 日在复旦大学国际合作部双一流项目发
  展基金支持的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如何利用个人资料研究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以侯永禄为例》。
⑤  参见“燕京书评”对彭波的采访《小农意识被批百年，有多少人了解它的内涵？》，凤凰网，https://i.ifeng.com/c/8CMj5zmLCMv, 
  2021-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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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的支撑。比如人们一直相信补酒可以强身，但是当发现它损坏了自己的肝肾，这一信念就会逐

渐瓦解。经济是不断创造新经验的活动，而人类是从经验中学习的动物，当养儿防老、升官发财、

依赖关系等等的实际效用降低，对其价值和意义的信念就会减弱。有学者已经证明，在中国，和权

力机构有关联的企业组织更相信关系的权威，而无关联或关联较弱的企业组织更相信法律的权威。1

我们的各种调研数据也显示，比较而言，市场环境（比如企业）和非市场环境（比如公务系统）下的

就职者，持有的观念有所不同。2 这些事实表明实践效用对于观念保持的重要意义：人类活动的实际

经验可以改变某种已有观念的价值。

第二，与此相联系的一个更大问题是，中国有一个持久不变的、支配各种行为的、整体的文化

观念吗？如果说过去曾经存在这样一种文化观念，那么在今天还遗留下来多少？它们在多大程度上

影响中国人现今及未来的行为？如果我们把文化观念作为客观现象的陈述，而非一种书本记载、想

象，或期待的表达，就会产生这样的疑问。说有一种特有的文化观念控制着行为，这实际上更像是

在谈论意识形态支配（它以对某种系统化主义的信仰为特点），而不是文化影响。不断论证一种文

化观念的持续性，恰恰反映出对观念变化现实及其中心地位不稳的担忧。

但实际的情况是，无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在历史文献中多么真实，大量事实告诉我们，它在近

百年的经济社会变迁中，都已经发生了一些关键改变。如果观察实际，尤其是千千万万中国年轻人

的选择，就可以看到，他们依据的基本原则与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已经存在很多不同。不少东西名

字依旧，但内容、依据和原则，实际上在经历革命性变化。我们必须意识到，人类所面对的基本社

会环境——包括经济、政治、科技——和从前相比已经大大不同，面对这些基本环境的新挑战，人

类总是和环境不断交换信息，创新观念乃至价值重构，以应对不确定性，解决从前不曾有过的新问

题。如果对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事情没有足够的了解，为何可以确信历史中形成的一套文化观念

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这个世界并展开行动？经济和文化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

是故，我对那些解释当前和今后中国人的行为时过分强调文化观念的模式，一直抱有怀疑态

度。虽然可以理解这种守望，但毕竟它们不是事实，尤其是从历史长程的角度看。因为很多文化观

念的存在，是由于它可以维护资源支配的某种形态，一旦这些资源形态在经济活动中发生改变，原

有的支配方式失去效用，如同釜底抽薪，相应的文化观念也会变化。

（责任编辑：  薛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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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arting from the comparison of historical  facts,  this paper questions the cognitive model of 

explaining behavior with cultural concepts, pointing out that this model is limited by fragmented time and space, 

and lacks systematic, holistic and historical care. This paper argues that cultural concepts are people's adaptive 

responses to the living environment, with practical utility as their existence value. Specific cultural concepts are 

related to maintaining a certain form of resource domination. Its changes are affected by economic activities and 

specific institutions. For example, several changes in economic activities (allocation of land resources, monetization 

of property,  intergenerational migration of population, outward-oriented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have 

increased the complexity of  the rural economy, as well as promoted the abstraction and re-standardization of 

social rules. The process slowly disintegrating some ethical concepts of the village community. This indicates that 

expansion of economic activity has the effect of reducing conceptual heterogene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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